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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考辨

两税法改革对唐代农村社会的影响

张 安 福
（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 �　北京　100089）

　　摘　要：　以两税法为主体的赋税制度变革�对唐代农民家庭和农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
响。在新的赋税制度下�农民的家庭结构、经营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性农
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迅速发展�商品交换的场地如草市、墟市等也开始向城市转化。这些变化
对唐代农村生活、城乡经济以及国家税收结构等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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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志贤在其著作《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中�对目前“两税法的影响及评议”的研究概况作了综述�其中未见两税法对农村及农

民家庭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内容参见该书263～3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戟等编著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也有类
似综述�具体内容参见该书380～3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唐代建中年间的两税法改革�对唐代社会产
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研究者的有关研究大都集中
于两税法对农民赋役负担的影响、两税法对古代
赋税体系的革新等方面�而对两税法给农村生活
及农民家庭经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研究不够。在
讨论两税法给农民赋税负担带来的变化时�主导
的结论是农民受剥削程度加深了�农民的家庭负
担加重了①。实际上�两税法对农民家庭及农村
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对两税法后农民
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两税法对农村经济生活的
影响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两税法对唐
代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带来的影响。

一、两税法对农村户口和
农民家庭结构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唐代农村经济陷入萧条�作为税
收主体的租庸调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既
无法拯民也无法救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税资
产为收税标准的两税法开始实行。两税法实施的
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

差”的征税原则 ［1］（卷48《食货》�p．2093）�客观上解
决了国家征税的税基和税负之间的矛盾关系�达
到了“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 ［1］ （卷
118《杨炎传》�p．3422）的目的；在征税方式上�两税法
统一了税目�简化了征管手续�将过去各种征科色
目和租庸调一起并入两税�改变了过去农民“旬输
月送”的局面�有利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

两税法对唐代户口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首
先�由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有利于人口恢复和
增长�大量脱籍户的重新入籍也使政府控制的户
口迅速增加。其次�两税法以货币为主要征税方
式�改变了租庸调下的僵化体制�农民家庭经营方
式逐步多样化�对其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起了促
进作用�唐后期联合家庭明显多于前期�这与农民
经营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看唐代户口的增长。唐代建国之初�人
口损耗非常严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恢复和发展�
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唐代人口最高峰。但从安
史之乱后到大历年间�人口一直呈萎缩趋势�户口
从天宝年间的近九百万户�减耗至代宗广德年间

14



的不足三百万户�大历年间甚至只有一百多万户。
由于战乱和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农村人口减耗尤
为严重。元结做道州刺史时认为：“道州旧四万余
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 ［2］（卷241
《舂陵行》�p．2695）元结对农村人口的判断较为客
观�对其减耗原因也做出了理性判断�即不合理的
赋税负担是农户逃亡、户籍减少的重要原因。由
于人口与土地兼并程度的矛盾增长�均田制和租
庸调制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农民家庭
人多地少甚至无地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为逃避赋
役�逃匿人口的现象大量出现。据杜佑估计�即使
在唐代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人口达到近九
百万户的高峰�但仍有逃匿户口至少四五百万户
之多［3］ （卷7《食货七》�p．157）。安史之乱后�战争
损耗了大量人口�不堪重负的农民家庭又大量逃
亡�因此大历年间户口降低到一百三十多万户也

就不足为怪了（见附表一）。
两税法明确规定“户无主客”、“人无丁中”都

是纳税对象�纳税数额的标准在于“以贫富为差”�
农民和官僚贵族同是两税的税户�而且对农户承
诺不随意增加税额�“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
论”。对苦于安史乱后农村中杂税、摊派多如牛毛
的农民来讲�这一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原来
脱籍的农民又纷纷成为政府的课户。两税法实施
的建中元年�农民归附政府户籍的数量激增�户口
总数达到了3�805�076户�比肃宗乾元三年（公元
760年）的户口数增长近一倍。虽然增长的户口
未必全是农户�但农户是唐代户口的主体�这是毫
无疑问的。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自然增殖速度
加快。此后�政府控制的人口虽因种种原因有所
反复�但总趋势是增长的�到会昌年间达到了唐后
期户口的最高峰（见附表一）。

　　附表一：唐代后期的户口数
年 代 户 数 口 数 资 料 来 源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8�914�709 52�919�309 《通典》卷七《食货》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 2�933�125 16�920�386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
大历中（公元766～779年） 1�300�000 《通典》卷七《食货》①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3�805�076 《唐会要》卷八四《户口》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 2�440�254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 2�375�805 15�762�432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上》
宝历年间（公元825～827年） 3�978�982 《唐会要》卷八四《户口》
大和年间（公元827～836年） 4�357�575 《唐会要》卷八四《户口》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 4�955�151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附表二：两税法前后户口增长示意图（单位：万户）

　　根据附表一的数据�笔者绘制了两税法前后
唐代户口增长的示意图（见附表二）。唐代户口之
所以在会昌年间达到唐后期的最高峰�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有人口自然增殖的成分�有两税法后

脱籍户重新入籍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安心
生产和生活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我国古代农业
社会中�户口多寡是社会治乱的反映。建中初年
人口的增长�反映了两税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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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7《食货七》丁中：“自建中初�天下编 百三十万。”同书《职官志》：“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万。”由此可以推知�大
历时期的人口当在1�300�000户左右。



用。马端临赞扬两税法“使人安之” ［4］ （卷3《田
赋》�p．46）�保证了农村经济的正常运转�缓和了贫
富不均的矛盾�从而使国家控制人口的能力增
强了。

两税法对唐代农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在籍
户数增加�而且农民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唐
前期农民家庭主要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小户

型�后期则出现了大量的联合家庭。根据梁方仲
先生统计�唐前期家庭人口仍然保持着北魏均田
制以来的小户制�贞观十三年全国户均口数只有
4．31口�天宝十四年为5．94口。如果除去官僚、
贵族、地主等大户人家外�农户家庭人口数应该更
少。安史之乱期间�户均人口曾有过8．79口的记

录。这个记载即使真实�也是农民家庭处于战乱
时期的特殊情况�而非常态。两税法后全国户均
口数比唐前期激增�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
激增到6．63口（见附表三）。《太平广记》中关于
唐前期农民户口的材料很少�但有大量唐代中后
期农民家庭的材料�几乎都体现了家庭人口较多
的特点。如贞元初年�广陵人冯俊为道士做佣工�
道士问其家里有几口人�冯自言有“妻儿五口” ［6］
（卷23《冯俊》�p．156）；元和年间�虢州阌乡县长寿乡
天仙村田家女阳敬真�年仅二十四岁已“生三男一
女” ［6］（卷68《阳敬真》�p．422）�这两个家庭最少也是
六口之家。

　　附表三：唐代户口数（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制）［5］（pp．69～70）
年 度 户 数 口 数 户均口数

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3�041�871 12�351�681 4．31
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8�914�709 52�919�309 5．94
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 1�933�174 16�990386 8．79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 2�933�125 16�920�386 5．76
宪宗十五年（公元820年） 2�375�400 15�760�000 6．63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 2�375�805 15�762�432 6．63

　　敦煌地区的户口资料也体现了这一家庭人口

结构的发展趋势。从唐耕耦、陆宏基所著《敦煌社
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至第四辑有关资料
看�其中包括家庭结构情况基本完整的唐代家庭
共106户；两税法前有83户�共434口�平均每户
5．2口�核心家庭占总户数比例为56．6％�其他类

型家庭、主干家庭及联合家庭所占比例列居其后；
两税法之后的家庭有23户�计218口�平均每户
9．5口�联合家庭比例占51．2％�主干家庭、核心
家庭、其他类型家庭分列其后。资料中虽有个别
家庭人口数字不甚精确�但这并不影响统计结果
（见附表四）。

　　附表四：敦煌地区的家庭状况①
类型

　　比例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联合家庭 其他家庭 总计

两税法前
（公元701～769年）

两税法后
（公元820～876年）

户数 47 13 9 14 83
百分比 56．6 15．7 10．4 17．3 100
户数 3 6 12 2 23
百分比 13 26 51．2 9．8 100

　　农民家庭人口数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与国家
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均田
制下�唐前期农民家庭普遍授田不足。据估计�即
使贞观年间�全国农户（以五口之家计算）平均授
田也只有三十至四十亩 ［7］ （p．99）�关中狭乡的农
民授田就更少了。因此�要保证基本生活所需和

劳动力合理使用�只能是保持小规模家庭。从唐
前期的赋役制度看�户等和丁口是征收赋税和征
发劳役的主要依据。《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
云：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8］（卷13
《户婚律》�p．251）；政府征发府兵的根据是“财均者
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8］（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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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唐耕耦、陆宏基所著《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至第四辑资料整理而成�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辑1986年版）。部分数据参引杨际平等著《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15～46页。



《擅兴律》�p．302）。征发府兵要求服役者自备武器
和衣粮�这自然又是一项非常沉重的开支。因此�
在唐前期农户普遍授田不足的情况下�赋税和徭
役是促使农民分家析产、保持小规模家庭的主要
原因。两税法以户等高低和资产多少为收税标
准�一改过去以“丁身为本”的税收原则�实行“不
分丁中�以贫富为差”的标准�因此农户隐瞒户口
的现象减轻了�家庭规模扩大了。此外�由于国家
对人丁的控制开始松弛�更多的小农在从事农业
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甚至部分
失去土地的农民专门从事非农业经营。农民经营
模式向多样化发展�也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共同
合作�这也是促使农民家庭由核心家庭向联合家
庭整合的重要原因。
二、两税法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
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固定的收税模式�“凡百

役之费�一钱之敛”�货币成为税收的主要方式。
政府征发徭役也以和雇为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松弛了。正如陆贽所说：“变征役以招募之名�换
科配以和市之名。” ［9］ （卷465《均节赋税恤百姓》�p．
4750）同时�唐后期一些统治者也认识到商业和手
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将其与农业同等
看待�如德宗就认为“通商惠人�国之令典” ［10］（卷
502《邦计部·平籴》�p．6014》）；陆贽也云：“商农工贾�
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 ［9］（卷
465《均节赋税恤百姓》�p．4759）宽松的政策为农民从
事多样化经营提供了保障。这样�农民为完成国
家赋税和养家糊口�扩大了以农业为主体的多种
经营�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弃农经商�或靠佣工
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农民从事多种经营�促进
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后期农村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
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经营土地
为生的农民为完成两税中用钱缴纳的部分和购买

食盐、农具等日常用品�必须出卖部分农副产品�
因此农业中的商品化倾向加强了。宣宗大和年
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 ［11］
（卷90《和籴》�p．1637）；漳浦人林昌业“曾欲舂谷为
米�载诣州货之” ［6］ （卷355《林昌业》�p．2813）；据黄
休复记载�灵池县村民在出卖麦、豆等农产品的同
时�还买进醋、食盐等商品进行出售［12］（卷8）。除
了粮食生产和买卖外�农民还从事商品性蔬菜和
花卉的种植、甘蔗、柑橘和棉花生产。陆龟蒙在

《江边》诗中记“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 ［2］
（卷629《江边》�p．7275）；《太平广记》卷232《张存》条
引《酉阳杂俎》载�“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
为业” ［6］ （卷232�p．1776）；长安、洛阳、广州等城市
出现了专门以种花为业的花农�宣宗大中年间司
马扎所写《卖花者》诗对花农的生产经营作了描
写：“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
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
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 ［2］（卷596
《卖花者》�p．6955）有关唐代后期种柑橘和棉花的记
载很多�如《太平广记》卷415《崔导》云：“唐荆南
有富人崔导者�（原）家贫乏�偶种桔约千余株�每
岁大获其利。” ［6］ （卷415�p．3382）岭南南海广泛种
植棉花�“白叠家家织�红蕉处处栽” ［2］ （卷299《送
郑权尚书南海》�p．3393）；闽地建州也是“叠花新雨
净�帆叶好风轻” ［2］（卷818《送简栖上人之建州觐使君
舅》�p．9306）。此外�渔业在唐代后期也发展迅速�
《太平广记》中《岳州人》记载：“唐咸通中�岳州有
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剜其肉截龟板�
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 ［6］（卷133《岳州人》�p．949）
专业渔民及半渔半农之家在江南地区人口总数中

占很大比重�咸通时期诗人周繇说江州地区“乡户
半渔翁” ［2］（卷635《送江州薛尚书》P7344）；杜荀鹤也
说益阳县“户口半渔樵” ［2］ （卷691《寄益阳武灌明
府》�p．8012）。渔民捕鱼除自食外�还出卖以贴补家
用�充添税款。因此�临近河湖之处或城邑附近往
往有鱼市。

农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也大量从事商业活
动。由于两税法不再抑制土地兼并�因此兼并现
象更为激烈�出现了“农人日困�末业日增”的现象
［13］（卷52《食货志二》�p．1360）。唐代后期商业的迅
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其社会基础是出现了大量的
农民从商队伍。正如后人王钦若所评价的：“农亩
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 ［10］ （卷494《邦计部·山泽
二》�p．5904）农民亦农亦商�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甚
至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或者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
生活。张籍在《贾客乐》中写到商人“年年逐利西
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
为贩卖翁” ［2］（卷21《贾客乐》�p．271）�体现了“农夫
之心�尽思释来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
文” ［9］（卷670《策林·息游惰策》�p．6823）的社会现实。
唐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农夫经商的记载�如《玄怪
录》卷二《尼妙寂》讲元和年间一个叫尼妙寂的村
姑替父、替夫报仇的故事�她的仇人申 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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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农亦商、从事多种经营的民户［14］（《玄怪录》卷2�
p．360）；还有一个人名冯大亮�年轻时家贫�靠“一
牛拽步磨而自给”�后来逐渐家道殷富�“改置酒
肆” ［6］（卷35《冯大亮》�p．225）。这些记载都表明了
农民从事商业经营的广泛性。李翱对当时农民经
商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
游十三四矣” ［9］ （卷634《进士策问二道》�p．6399）；穆
宗长庆时期�京畿至周至县“三署移民�游首其间�
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趋农桑业者十五” ［9］
（卷736《周至县丞厅壁记》�p．7600）。韦处厚在山南道
做官时�所见农村情况是：“山谷贫人�随土交易�
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
或醋、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者皆因所便。”
［11］（卷59《度支使》�p．1017）由此可见�经商的农民
主要经营粮食、布帛、衣服、鱼、盐、茶、醋、油、柴
薪、蔬菜、水果等低值产品�而且资金有限�经营的
区域比较狭小�仍旧持有轻商惧富的心理。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民家庭中仍占有不可动摇的

地位�但相对均田制下的农村来讲�商品生产和交
换是大为发展了�并且为宋代的商业繁荣打下了
基础。

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制
茶业、矿业等需要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制茶业兴
起于唐中期�两税法后南方广泛进行茶叶生产。
李商隐曾说到西南地区“泸州所管五县……地接
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 ［9］ （卷
772《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p．8048）。文宗
大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 ［10］ （卷510《重
敛》�p．6115）。孙樵在《书何易于》中�说绵州巴西郡
“益昌（县）民�多即山采茶利私自入” ［9］（卷795《书
何易于》�p．8334）。这些都说明出现了一批脱离粮
食生产而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户”和“园户”�
这些专业户完全以茶叶的商品性生产为生�茶叶
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咸通年间�“六乡之人业
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 ［9］ （卷802
《祈门县新修阊门溪记》�p．8431）。当然也有许多失去
土地的农民只好在茶园中做雇工�如九陇人张守
的茶园里�专为采茶就雇佣了百余人 ［6］（卷37

《阳平谪仙》�p．235）�可以推测其茶园的规模。顾渚
的制茶雇工更多�时间更长�“贞元以后�每岁以进
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15］（卷25
《江南道》�p．606）。茶叶栽培代替粮食生产成为这
些地区人们的主业�反映了当地商品性茶叶生产
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流通和茶叶市场的繁

荣。歙州祁门、饶州浮梁都是当时重要的茶市�白
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前月浮梁买茶去”的琵琶
女的丈夫�就有可能是农民中分化出的中小茶商。
两税法后�由于对货币的需求旺盛�农民从事采矿
主要是开采铜、金、银等。白居易在《赠友五首》诗
中写到：“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
求之多辛苦。披沙复凿石� 无冬春。手足尽
皴胝�求利不爱身。畲田既庸斫�稻田亦懒耘。相
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 ［2］ （卷425《赠友五首》�p．
4689）体现了农民重视金银矿的开采而轻视农业生
产的现象。元和时期诗人章孝标在《送张使君赴
饶州》诗中�描写了饶阳农村地区农业、手工业并
举的多样化经营：“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
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地坑。” ［2］（卷
506《送张使君赴饶州》�p．5752）

由于农村中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雇

佣工人�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或农闲时无事可做
的农民就成为劳动力的来源。他们长期或短期出
卖劳动力�甚至进城打工�以养家活口。佣作坊是
雇佣劳动力的集聚地�茅山陈生就曾“到佣作坊�
求人负担药物” ［6］（卷74《陈生》�p．464）。贞元时�广
陵人冯俊就是以“佣工资生”的 ［6］（卷23《冯俊》�p．
156）。上文所述九陇张守 的茶园雇佣百余人采

茶的事例�体现了唐后期佣工市场的规模�当时甚
至还出现了按日计工资的“日佣人” ［6］（卷53《麒麟
客》�p．325）和按月计工资的“月佣人”等 ［6］ （卷243
《窦 》�p．1877）。在敦煌资料中也有大量雇工契
约�不过大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

三、结语
两税法促进了唐代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对农村商品经济也起到促进作用。人口的增长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影响�
如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以及国家税
收结构的变化等。

由于农村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使得一些
原来的农村�如作为商品集散地的草市、墟市和茶
市等开始向城市转化。唐代前期�唐政府规定“非
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11］（卷86《市》�p．1581）；两税法
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这一限制�出现了
大量大规模的草市和墟市�很多交易场所发展为
州县治所�如灌家口草市就置为归化县�宗州永济
县亦由张桥草市改制而来的 ［11］（卷71《州县改制》�
p．1263）�唐末五代及宋初的许多草市后来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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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16］（ pp．310～336）。同时�农
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弃农从商的
农民、雇佣者以及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涌入
城市�才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
资源�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城市
坊、市限制的解除�甚至使长安、扬州、苏州、成都
等城市出现夜市的时间提前到来。

在国家税收结构上�由于城市及其商品经济
的发展�农村中也大量出现了“茶户”、“园户”、“渔
户”、“卖菜家”等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户�使商税开
始在赋税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前所未有地与
农业税并驾齐驱。到宋代这种趋势更得到加强。
总之�中唐时期的两税法改革对唐代社会产生了
重大影响。它统一了税收�使农村生产和生活趋
于安定�从而稳定了安史之乱后农村的混乱局面�
并使这一局面延续一百年之久�甚至出现了“元和
中兴”的繁盛时期。杜佑称赞两税法是“适时之令
典�拯弊之良图”�它使农民“赋既均一�人知税轻�
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
［3］（卷7《食货七》�p．158）。两税法是唐代税法改革
的最终成果�“奠定了其后1200年间中国农村经

济的基本面貌” ［17］（p．139）�对中国农民家庭和农
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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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Two-tax System on the Farming Family and
Society in Tang Dynasty

Zhang Anfu
（Department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The two-tax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x-system reformation�which brings about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arming family and country life．Many changes take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farming family and
life style under the new tax-system�accompanied by the tendency of agriculture commerc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ed farming produce．The site of commodity exchange also becomes urbanized．This change had i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economy of the time．

Keywords：Tang dynasty two-tax system peasantry country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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